安徽阜阳汉简介绍

（摘自http://tieba.baidu.com/f?kz=220387336）

阜阳古称颍州，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西周时，阜阳境内为胡子国。战国末年，楚考烈王迁都于巨阳（今阜阳太和县），阜阳曾一度成为楚国的政治、军事和经济中心。秦汉以后，阜阳历为郡、州、府治所以及众多王、侯的封地。由于其地理形势是“襟带长淮，控扼陈蔡”、“梁宋吴楚之冲，齐鲁汴洛之道”（明·李宜春《颍州志·形胜》），所以两千多年来，阜阳一直是沟通南北经济文化的一个重要枢纽。至今，古城遗址遍布全城及周边四邻，地下文物也极其丰富，闻名中外的阜阳汉简，就出自阜阳县双古堆汉墓。  
　　双古堆位于阜阳市西南郊约一公里处。原是座高出地面２０米，东西长约１００米，南北宽７０多米的双顶大土堆。传说历来黄河泛滥，阜阳四周一片汪洋，惟双古堆像孤岛一样伫立水中，水涨，古堆也随之升高，再大的水也难以将其淹没。因此，世代相传双古堆是仙人的住宅。１９７７年春，当地罗庄人在古堆前建窑，挖出了几个陶制的马头，同年７月，经上级批准，阜阳地区博物馆会同安徽省文物工作队和阜阳县文化局，对古堆进行了科学的挖掘和清理，方才揭开双古堆之谜。由出土器物上的铭文和纪年得知，原来双古堆是西汉初年第二代汝阴侯夏侯灶夫妻的合葬墓（详参《文物》１９７８年第８期，《阜阳双古堆西汉汝阴侯墓发掘简报》）。两墓中除出土漆、铜、金、玉器等文物二百余件外，还发现了大批竹简和三块木椟。作为随葬之物，这批竹简已在地下沉睡了两千多年。  
　　简，是古代的一种书写材料，纸发明以前，古人将文字书写在狭长的竹片或木片上。写在竹片上的叫简，写在木片上的叫牍或曰札。将简片编缀成册，谓之竹（简）书，但也统称为竹简。阜阳出土的这批简，因为是汉代的，故被名之为阜阳汉简。  
　　由于年代久远，遭自然侵蚀，尤其墓葬很早以前即遭人盗掘，人为破坏所致，墓已垮塌。棺椁内常年积水，盛放简牍的漆笥已朽坏；加之受封土和椁盖板的重量挤压，笥内竹简变质、变形，不仅散断扭曲，颜色发黑，而且彼此交错粘结成形如刨花板状物，难以将其剥离开。后经国家文物局文保所专家采用世界先进的技术加以揭剥，才使这批简牍最终得以重现世间。  
　　这批竹简，破碎残缺，是历年出土竹简中受损程度最为严重的一种。大多是些碎片，已难以统计完整的片数。竹简长约２５厘米，宽约１厘米，其薄如纸，用三道绳编组。今简片最长的存字２４个，少则仅一两个字。经专家十数年不懈的努力，现对汉简的基本内容已经摸清。尽管烂简断编，但阜阳汉简残存的文献仍非常丰富。计有：《诗经》、《苍颉篇》、《周易》、《万物》、《庄子》、《楚辞》、《年表、大事记》、《相狗经》、《刑德》、《日书》、《算数》、《行气》、《干支》、《作务员程》、《天文杂占》、《吕氏春秋》（其中有些书名为整理者根据内容所拟定）等；木椟为书籍篇题，内含《说苑》、《新序》和《孔子家语》等部分内容。  
　　由上列书目，可以看出这批简书有半数以上属古佚书，在《汉书·艺文志》中不见著录。班固《艺文志》原本于刘向、刘歆父子的《别录》和《七略》。可以想见，这些所谓佚书恐怕至迟在西汉末年即已不存于世，至今已湮没两千多年了。它们之重新被发现，一方面丰富了古代历史的内容，修正了史书的记载；另一方面还可以作为校勘某些传世古籍的依据和研究语言文字的原始素材。  
　　阜阳出土汉简，不仅是安徽考古史上的首次重大发现，值得安徽人民骄傲、自豪，而且，这些汉简更是祖国文物瑰宝园地中的一朵耀眼夺目的奇葩。  
　　这批被文物考古学界誉为稀世之宝的阜阳汉简，其珍贵之处就在于：
第一，简书种类多  
　　阜阳汉简包括近二十种古代典籍，书种繁多，而且内容包罗万象。按我国传统的图书分类，是经、史、子、集无所不有；就内容而言，则医药卫生、童蒙教育、天文计算、星相卜卦、天干地支、行气养生、建筑工程、器物制造、农产品加工、相狗术等无所不涉。在国内汉简发掘史上实属罕见。近百年间，国内汉简已有多次出土。首批汉简发现于１９０７年，为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从敦煌长城烽燧遗址中所得。１９３０—１９３１年，前西北科学考察团于甘肃北部额济纳河流域（古代泛称“居延”或“弱水流沙”）汉代遗址发掘竹、木简一万多枚。而大规模的汉简出土则集中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１９７２年至１９７６年间，甘肃省居延考古队在破城子共获二万余枚汉简，这是我国历来发现古代简牍最多的一次。１９７９年甘肃敦煌马圈湾烽燧遗址出土简牍一千二百余枚，这是２０世纪最后一次汉简出土。大部分汉简多发掘于西北地区，但近几十年来，考古工作者在内地多处都有所创获，数量不等。其中，像湖南长沙马王堆汉简和山东临沂银雀山汉简均曾轰动于一时。早期汉简就内容来看，“大部分是边戍文书，极少六艺诸子杂书”（陈梦家：《汉简缀述》，中华书局１９８０年出版，第２９１页）。７０年代出土的汉简，情况也多类此。且书简种类以比较少。就简片的数量而言，阜阳汉简也许不能算是最多的，但若从所出书目品类之多来看，至今国内尚无出其右者。这批丰富的汉简资料，对后人考察周秦汉初历史，了解古代社会经济和科学文化生活，无疑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二，史料价值高  
　　在阜阳汉简所存的典籍中，有些属首次发现，为史籍所未载；有的是只闻其名，而原本早已亡佚；有些既有今本存世，字句也多有不同。其史料价值和学术上的意义，无法估量。限于篇幅，这里仅举其要者，略作说明。  
　　在出土的多种古籍中，最重要的发现当属阜阳汉简《苍颉篇》。《苍颉篇》是我国古代除《史籀篇》而外最早的一部字书。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采取“书同文”政策，以小篆为规范字体，命丞相李斯作《苍颉》七章，车府令赵高作《爰历》六章，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七章，作为全国统一的教科书予以颁布。汉初，“闾里书师”曾把这三部书合而为一，统称《苍颉篇》，断六十字为一章，共五十五章，三千三百字。让人惋惜的是，这部在中国历史上起过童蒙教育和书写典范作用的书籍，宋以后竟失传了。解放前后，曾在出土的汉简中有过几次发现，但数量有限，字数较少。《苍颉篇》残简首次面世于２０世纪初，为斯坦因从敦煌汉代烽燧遗址中所获，仅四十余字（参见王国维《流沙坠简》与《重辑苍颉篇》）。另外，在甘肃居延和敦煌两地发掘出的汉简中，也有《苍颉篇》残文，或几十字或百字。而保存字数最多的要数阜阳汉简。据统计，阜阳汉简《苍颉篇》中完整的字达五百四十一个，这是《苍颉篇》亡佚千年后，国内最大的一次考古发现。这类简虽然十分破碎，仅留下些片言只语，但许多仍可联缀成句。利用这些资料，一则可以校订流沙坠简和居延汉简《苍颉篇》中对文字的误释，从而更准确地释读原文；再则对于进一步研究《苍颉篇》，考察古代字书，也是极为宝贵的资料。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阜阳汉简《诗经》。现存残片较多，共有一百七十多条。包括今本《诗经》中《国风》和《小雅》两种。但内中诗篇已无一首完好者，有的仅存篇名，残破严重，但价值也不可低估。这可从以下两方面来看：  
　　首先，《诗经》自问世后，经秦火焚毁，至汉代复得流传。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当时传《诗经》的有齐（辕固）、鲁（申培）、韩（婴）、毛（亨）四家。齐、鲁、韩三家《诗》魏晋以后逐渐衰废，《毛诗》晚出，独传至今。专家考证，阜阳汉简《诗经》既非《毛诗》系统，也不属于另外三家《诗》中任何一家，因此猜想它“可能是未被《汉志》著录而流传于民间的另外一家”。阜阳古属楚地，所以李学勤先生又进一步推测它也许是“楚国流传下来的另一种本子”。事实究竟如何，姑置不论；但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即汉时传《诗》者，绝非仅止四家，四家外，当还有别家。史书记载或有遗漏。阜阳汉简《诗经》，足可补文献之阙遗和不足。  
　　其次，是在阜阳《诗经》汉简中发现有《诗序》的残文，这使围绕《诗序》展开的长期聚讼纷纭的历史悬案得以澄清。传统观点多认为：四家《诗》中只有《毛诗》才有《诗序》，齐、鲁、韩三家《诗》皆无序。清代学者及近人曾对此说持有疑义并加以驳正，但缺乏直接的证据。阜阳汉简《诗序》的发现，为《诗序》并非属《毛诗》所独有，提供了新的、有力的佐证。 
第三，成书年代早  
　　汝阴侯夏侯灶是汉初开国功臣夏侯婴（《史记》、《汉书》中皆有传）之子。他于文帝九年嗣位，卒于文帝十五年（前１６５）。因此，阜阳出土的这批竹简书，其成书时间必不晚于这一年。大抵为汉初之物。有的或许更早些，如《万物》抄成于西汉初，而撰写的时间则要早得多，“可能是战国或更早的春秋时期的书”。还有，阜阳汉简《诗经》也是公认现存最早的《诗经》写本。而《苍颉篇》中则有避秦始皇赢政名讳的句子，如“饬端修法”不作“饬政修法”，即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所以，学者认为它是以秦代《苍颉篇》为底本，且未经汉人修订过的汉初抄本。当然也是最早的本子。此外，这批汉简中还存《庄子·杂篇》遗文数条。过去曾在敦煌石室内发现过《庄子》的唐代写本。阜阳《庄子》汉简尽管残断破碎，文字所剩无多，而且仅是杂篇中的几个章节，但是这些残简却是目前我们所能见到的存世最早的《庄子》写本。其余汉简亦多属此类。秦汉时代，去古未远，因此，时代越早的作品，其真实性与可信度也就越高；自然，参考价值也就越大。而且，上古典籍经秦火浩劫，已幸存无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些早期的古文献史料，就更显得珍贵，难得。
第四，异文多  
　　异文是指同一种文献的不同版本中用字的差异。阜阳汉简中存在着大量的异文，这些异文构成了这批汉简在语言文字方面的一大特色。就单篇而言，仅是《诗经》与《周易》就各有异文近百处，《苍颉篇》、《庄子》等书中也或多或少使用异文（异文数目与出土简片多少有关）。大部分异文多是由通假造成，即属音同、音近的借用。秦汉时代，汉字形、音、义之间的关系尚不十分稳定，所以文献中通假现象相当普遍、常见。这在阜阳汉简中也得到充分反映。另有一些异文，则是由于文字异体、古今用字不同、字形相近而讹及衍夺等原因所造成的文字异写。对这些异文进行探讨，是非常有意义的。举例来说，今本《诗经·邶风·北风》“携手同车”，阜阳《诗经》作“携手同居”，“车”、“居”上古同属见母鱼部平声，完全同音，故可通用。这足以说明今象棋比赛中走直路的“车”仍读如“居”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有古音作为依据的，而且这种读音还可以从现在一些方言中找到例证。此外，阜阳汉简异文有时使用一些比今本字义更准确、明白的字，如今本《周易》复卦的“无只悔”，阜阳《周易》作“无智悔”，“只”是章母支部字，“智”是端母支部字，音近可通，这就使有关“只”字含义的争论得到解决。还有一些异文对于订正今本文字上的一些错误，探求古书原意，都大有帮助。例如今本《诗经·陈风·墓门》“歌以讯之”句中“讯”字与前句“有鸮萃止”之“萃”字不押韵，对照阜本，“讯”作“谇”，《广韵》引此句作“歌以谇止”。段玉裁指出今毛本“讯”为“谇”之误，形近而讹（见《说文》段注“谇”字，第１０５页）。可证原文该如阜本，作“歌以谇之”为是。阜阳汉简中类似这种订误补缺的例子还有不少，由此可见它的价值。很明显，这些异文不仅为考察秦汉时代的语言文字与上古音韵提供了丰富的感性材料，同时也有助于对这些典籍作深入细致的研究。
第五，书法精湛  
　　阜阳汉简的文献价值已如前述，而其书法艺术也同样为人称道。在国内历年出土的竹简中，阜阳汉简书法是被专家公认最为优美的一种。阜简文字墨书，且各种书籍字体各不相同。有的飞龙走蛇（《诗经》）、有的刚劲有力（《苍颉篇》）、有的温文清秀（《楚辞》）、有的粗犷奇崛（《大事记》）、有的飘逸俊美（《年表》）、有的严谨端庄（《作务员程》），并非出自一人之手。这些资料对于研究古代书法艺术及书法史，也将起到很大的作用。  
　　阜阳汉简内容包罗宏富，其意义是多方面的，远非本文所能尽述。读者由上文介绍亦略可窥其一斑。好在汉简本身价值自在，学者可从不同角度对其加以研究，相信会有很大收益，有关阜阳汉简的情况及研究成果，已有数篇文章在杂志上公开发表，个别专著也已出版。读者若想作进一步了解，可以参看《阜阳汉简简介》、《阜阳汉简〈苍颉篇〉》、《阜阳汉简〈苍颉篇〉的初步研究》（以上并见《文物》１９８３年第２期）；《阜阳汉简〈万物〉》、《〈万物〉略说》（《文物》１９８８年第４期）；《阜阳汉简诗经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８年）；《阜阳汉简〈庄子〉》（《文物研究》１９９０年１０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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